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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政治代表（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现代国家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

重要目标。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规模、分工体系和治理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古代

城邦，无法按照全民参与的直接民主形式进行治理，这就需要构建某种形式的政

治代表关系，让一部分人代表另一部分人管理国家或参与治理过程。然而，代表

不等同于“代议”，政治代表是在特定政治场域中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起的

某种制度化的互动关系模式，该模式一方面要让被代表者的诉求和利益体现在政

治统治和政策过程当中，并可以影响代表者的偏好和行为；另一方面代表者需要

保持与被代表者的密切联系，及时掌握、反映和回应被代表者的诉求。中国国家

治理现代化正在不断探索新型的政治代表关系，推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围绕如何实现政治代表，涌现出不同的政治理论。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

不同国家政治代表的建设和运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长久以来，选举被认为是

产生政治代表的重要合法途径之一，选举型政治代表的逻辑链条是：选民通过

选票表达政治立场和政策偏好，基于个体偏好的集合（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选出代表，代

表负责回应选民诉求并接受选民问责，选民有机会凭借选票定期更换更好的代

表。自由且公正的选举为保障被代表者的权益和约束代表者的行为提供了较

为有效的解决方案。然而，就政治代表的实现路径而言，选举只是多重路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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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制度化的一种。事实上在人类政治生活的众多场域，政治代表关系并非借

助选举达成。例如，在国际组织的运行当中，在社会运动的组织当中，在网络空

间的意见表达当中，在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并没有通

过选举建立委托代理机制，但人们通常并不否认国际组织、社会运动、意见领袖

和治理精英具备某种程度的代表性。那么，如何理解“非选举型政治代表”的运

行逻辑和实现机制？非选举型政治代表在非西式民主国家存在哪些典型形式？

其建构和实践对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有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政治理论和比

较政治研究需要关心的重要议题。

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当中，政治代表关系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尤其

是处理具体社会治理事务的各个环节。基于中国经验，本文提出“联结型政治

代表”的原创概念，以期补充选举型政治代表理论的局限，在解析中国政治发展

过程中政治代表实践的同时，拓展政治代表的广义理论。联结型政治代表与选

举型政治代表并非彼此对立，也非相互排斥，两种代表类型在中外政治实践中

都同时存在，并相互补益。联结型政治代表不仅依靠选举产生的一次性关联，

更依托全政治过程中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起的紧密联结关系实现有效

的政治代表，是在选举型代表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联结型

政治代表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排斥或替代选举型政治代表，而是为政治代表提供

多元的理论想象，并在实践中为政治发展提供完善路径。

作为政治代表性的重要实现形式，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联结显得尤为

重要。群众联结的体制机制是否完善，方式方法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政治统治

的合法性和政党执政的稳定性。“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中国政治代表的核心

内容，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和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十九大报告强调“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

政全部活动之中”，密切联系群众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和传统。实践中，新时期

各级党政机关在具体治理活动中不断探索制度化、操作化、精细化、常态化、智能化

的“政党—群众”联结机制①，例如基层联系点制度、基层驻点包户制度、“下访”

制度、基层调研制度、征集群众意见制度、网上联系群众制度以及“两代表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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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等等。这些联结活动和机制在选举之外提供了一条新

的政治代表的实现路径，为我们丰富政治代表的广义理论提供了中国样本。

本文聚焦中国“联结型政治代表”的政治逻辑、实践形态和理论价值，基于

“政治联结”到“政治代表”的实践理路考察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首先，从政治

代表的广义理论出发，建构联结型政治代表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根基；其次，从

“请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机制维度，选择中国政治联结实践的典型案例展开深

度剖析，考察政党联系群众的制度设计、实践方式、问责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最

后，基于中国经验进一步提炼联结型代表的理论模型，并与选举型代表展开系

统比较，致力于拓展政治代表的广义理论。

二、 政治代表与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学概念，其囊括了

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的诸多维度，其从发展的视角研究各类政治问题，涉及比

较政治学中的发展议题以及国别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概念本身也处在不断发展

之中。首先，在比较政治学领域，政治发展议题兴起于二战之后针对后殖民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研究。去殖民化后的新

兴政治体一方面要寻求国家建构、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满足西

方制定的政治标准从而融入国际社会。因此，彼时政治发展显性或隐性地关乎

政治民主化。例如，李普塞特关于“民主的社会前提”的探讨主要是对照欧美民主

国家。①作为一个时代议题，诸多政治学家曾纷纷投身政治发展研究，包括阿尔蒙

德、维巴、亨廷顿、科尔曼、派伊、艾森斯塔特等，分别从政治文化、政治秩序、政党政

治、政治态度等维度考察政治发展的过程以及影响政治发展的关键要素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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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Ｌｉｐｓｅｔ，“Ｓｏ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３，Ｎｏ．１（１９５９），ｐｐ．６９—１０５．

相关著作包括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Ｔｈｅ Ｃｉｖ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Ｆ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Ｇ．
Ｂｉｎｇｈａｍ Ｐｏｗｅｌ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６６；Ｌｕｃｉａｎ Ｗ．Ｐｙｅ，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６。



了纷繁复杂的关于政治发展问题的不同理解。①根据派伊的归纳，至少存在十种

不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包括：（１）作为经济发展前提的政治发展；（２）作为发达工

业社会政治演进的政治发展；（３）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发展；（４）作为民族国

家运行的政治发展；（５）作为行政和立法建设的政治发展；（６）作为民众动员和

参与的政治发展；（７）作为民主建设的政治发展；（８）作为政治稳定和有序变迁

的政治发展；（９）作为国家能力和权威的政治发展；（１０）作为多维社会变迁的政

治发展。②可见，政治发展更像是一个“伞状概念”（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不仅覆盖

了政治建设和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而且处在撑开和发展当中。到 ２０ 世纪末，

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政治发展研究中有太多“政治”和太少“发展”，并且很多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并没有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反而出现了政治衰败、社

会动荡和经济倒退，因此“发展”问题在 ２１ 世纪初被提上突出日程。国际社会

从关注政治民主化转向推广“善治”（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发布了“人类发展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强调人的发展权利，包括物质性的经济权利、自我

实现的社会权利，以及参与和代表的政治权利。③

其次，在国别政治发展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政治发展研究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ＰＤ），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子学科。④研究

美国政治发展的学者强调历史维度的重要性，聚焦美国政治的历史变迁和发展

历程，主张将时间视角带回来而非仅仅研究政治的某个历史切片（ｓｎａｐｓｈｏｔ）。⑤

作为一门学科，美国政治发展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探究“治理权威的持续

转移”过程（ｄｕｒａｂｌｅ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形成了“渐进替代”“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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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亨廷顿围绕理性化、国家整合、民主化和政治参与提出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参

见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 １７，Ｎｏ．３
（１９６５），ｐｐ．３８６—４３０；弗雷德·里格斯（Ｆｒｅｄ Ｒｉｇｇｓ）归纳了 ６５ 种不同的政治发展定义。参见
Ｆｒｅｄ Ｒｉｇｇｓ，“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Ｌｏｎｇ ｅｄ．，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Ｖｏｌ．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ｌｅｎｕｍ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２８９—３４７。

Ｌｕｃｉａｎ Ｗ． Ｐｙ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５８（１９６５），ｐｐ．１—１３．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Ｋａｒｅｎ Ｏｒｒ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ｋｏｗｒｏｎｅｋ，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ｏｍａｓ，“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７３（２０１１），ｐｐ．２７５—２９４．



“创造性融合”等政治发展学说，用以诠释美国政体的历史建构过程。①具体的

研究议题还包括国家制度的发展（总统、议会、联邦、司法、行政等）、政治过程和

国家社会关系的发展（政治代表、选举、政党、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等）、社会治理

的发展（福利国家、认同政治、族群问题、社会家庭等）②，涉及美国政治的方方

面面。相关研究探寻美国政治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点及其动因、性质、特

征和影响，为我们理解美国政治提供了历史路线图，但也由于对国际维度等重

视不够而被认为无法充分解释当下的美国政治现实和发展趋势。③除了美国政

治发展之外，围绕其他区域与国别的政治发展研究也方兴未艾，包括亚洲政治

发展、非洲政治发展、俄罗斯政治发展、泰国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等④，相关

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研究更加注重一国最新的政治发展动态。

政治代表一直是政治发展研究（无论是比较政治研究还是国别政治研究）

关注的核心议题。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政治代表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现

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治代表的过程，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参与、福利分配、政党政治、性别政治和族群政治等问题都涉及政治代表的建构，政

治代表的质量和运行实效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⑤在国别

政治研究中，美国政治发展涉及的政治代表议题包括选举制度完善、选举权扩

张、政党制度变革、利益代表机制的多元化、网络社会政治代表机制的创新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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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ａｒｅｎ Ｏｒｒ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ｋｏｗｒｏｎｅｋ，“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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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西式竞争性选举体制下政治代表制度的历史演化、现实困境和创新发展。

然而，针对非西方世界政治代表制发展的研究相对薄弱，其中关键原因在于主

流学界将选举作为政治代表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忽视了现实世界政治代表现象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①例如，在中国，政治代表问题一直是现代国家建构以及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人大制度的建设、新型政党

制度的发展、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兴起，还是网络社会的新型代表渠道②，各

级政府的多重回应机制，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

局，都体现了代表政治的制度逻辑和实践特色。因此，本文将尝试跳脱选举型

政治代表的理论窠臼，从政治发展的新视角考察当代中国的政治代表实践，并

基于中国经验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政治代表形式。

三、 政治代表的广义理论：非选举型政治代表

政治代表理论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复杂和不断发展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当前，围绕政治代表的基本概念学界尚缺乏共识，但是从词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上

来说，政治代表是指某种利益或声音的政治再现，即让不在场者的利益或声音

获得出场的机会。③这意味着政治代表必须包含如下几个基本构成要素：（１）谁

代表，即担负代表责任的主体，其可以是政党、议员、领导人、国家机关、国际组

织、社会运动、意见领袖等；（２）代表谁，即无法直接参与某项政治或治理活动而

需要被代表的客体，可以是选民、利益相关者、全体民众等；（３）代表什么，即需

要获得出场机会的内容，可以是某种利益、声音、偏好、立场、期许、认同、身份象

征等；（４）如何代表，即代表的具体行动模式，可以是提案、倡议、政策回应、街头

运动、网络舆论等；（５）在哪代表，即代表活动的时空情境，包括不同的政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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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治理场域和历史阶段。围绕上述要素的不同组合可以呈现丰富多样的政治

代表现象，构成不同的政治代表形式。

西方经典的政治代表理论认为政治代表关系的形成依赖三个核心机制：授

权（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回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问责（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具体而言，被代

表者首先需要表达同意和授权，通过特定程序将代表内容委托给代表者；接着，

获得授权的代表者需要回应被代表的利益和诉求，在政治过程中再现被代表者

的声音；此外，代表者在行使授权时还必须负担起相应的责任，接受被代表者的

监督和问责。传统的政治代表理论强调授权、回应和问责的过程必须是正式

的，认为只有制度化的选举程序才符合这一要求，才能实现具备合法性的“委

托—代理”关系，著名政治理论家汉娜·皮特金（Ｈａｎｎａ Ｐｉｔｋｉｎ）正是该理论的集

大成者。①

基于选举的政治代表理论统摄了西方政治学近半个世纪，虽然这期间政治

学家们对其进行了丰富、改造和拓展，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政治代表类型，但均未

跳脱基本的选举范式。例如，曼斯布里奇（Ｊａｎｅ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挑战了皮特金的代

表类型学，将政治代表重新划分为向后看的承诺型代表（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向前看的

期望型代表（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向内看的内驱型代表（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ｉｃ），以及向外看的外

向型代表（ｓｕｒｒｏｇａｃｙ），并认为这四种代表类型都属于民主社会的合法代表模

式②，但是该类型识别多从经验出发，缺少统一的划分标准和尺度，同时未能观

照到非选举型政治代表的理论可能。雷菲尔德（Ａｎｄｒｅｗ Ｒｅｈｆｅｌｄ）基于三个维度

（即代表目标是为了追求整体利益还是局部利益，代表决策是基于自我判断还

是选民判断，代表对问责的敏感程度）将代表划分为八种类型，包括柏克式受托人

（Ｂｕｒｋｅａｎ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公职人员（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麦迪逊式立法者（Ｍａｄｉｓｏｎｉａｎ ｌａｗｍａｋ

ｅｒｓ）、反联邦主义者（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志愿服务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使节（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

专业服务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极简式代理人（ｐａｒｅｄｄｏｗｎ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③，该划分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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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较为精致，但过于琐碎，同时过于关注代表主体，缺乏对代表对象、代表机

制和代表效能等维度的考察，此外，其主要基于美国的政治经验，对非西方政体

下的政治代表缺少解释力。

如果说上述代表理论类型聚焦“谁代表”这一问题，那么另一些学者则更关

注代表行为的过程和意义。例如，威廉姆斯（Ｍｅｌｉｓｓ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将政治代表视作

一个“调解”（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机制，是让历史上的弱势和边缘群体获得声音再现、重

建信任、达成和解的过程。①扬（Ｍａｒｉｏｎ Ｙｏｕｎｇ）认为代表关系是一个行动状态，

在“授权时刻”和“问责时刻”之间不断流动，这种流动性使得公民保有问责的权

利，从而审视代表者过往的绩效，并评估哪些代表能够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②

这些改进版的政治代表学说为我们理解代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指

南，但其理论预设都是代表需要经过竞争性选举程序的正式授权，亦即虽然代

表分为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行动模式，但代表的合法产生方式是唯一的，即

由竞争性选举产生。

选举型政治代表之所以成为理论主流，是因为选举提供了制度化的、操作

化、周期性和合法性的授权和问责机制，被认为能够有效促使代表者再现和回

应被代表者的诉求和声音。然而，现实政治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代表关系都依赖

正式的委托代理程序。近年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政治转型③，越来越多的

政治理论家意识到有必要将代表问题与选举问题分解开来④，进而形成多个非

选举型代表的理论脉络。第一，代表理论出现建构主义转向（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ｔｕｒｎ）⑤，传统的选举型政治代表预设了选民已经形成自己的偏好，选举只是将

个体已有的偏好聚合成群体偏好，然后授权代表者通过立法和公共政策回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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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偏好。但是，现实中选民偏好并不总是先存的（ｐｒｅｆｏｒｍｅｄ），代表者也不仅是“传

声筒”，代表者往往可以影响甚至建构被代表者的偏好，这就出现了“反向映射”而

非正向授权。例如，萨沃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ａｗａｒｄ）提出“代表宣言”（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ｉｍｓ）学说①，强调代表者的任务是提出响应特定对象的某种陈述，该陈述受到

文化情境和制度条件的影响，代表政治不仅意味着回应性的行动，还包括前瞻

性的话语建构，而这个建构过程无需经历正式的选举程序。第二，代表的动力

来源由外转内，曼斯布里奇指出经典的政治代表理论太过强调“惩罚模型”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即代表者面对选票压力和无法连任的惩罚威胁才被迫采取代

表行动，该模型忽略了自我驱动型代表者②，代表活动并非总是出自正式的问责

压力，同时可以源自某种伦理、文化、能力和素养。与此类似，代表出于某种使

命和责任感也可以自我赋权或主动担当③，即自行宣称代表某个特殊群体的声

音和某种价值观念，或者作为积极能动者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第三，代表者

从精英转向公民，在社会运动、网络空间、公民团体等场域并不存在职业化的政

治代表，代表者和被代者的身份通常是交叉和流动的，也没有类似选举的正式

授权和问责程序。沃伦（Ｍａｒｋ Ｗａｒｒｅｎ）据此提出了“公民代表”（ｃｉｔｉｚｅ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的分析框架，并认为公民可以通过非选举的途径成为社群的代表，并依靠

培养判断能力和协商素养提升代表质量。④第四，代表内容从利益转向话语，德

雷泽克（Ｊｏｈｎ Ｄｒｙｚｅｋ）和尼迈亚（Ｓｉｍｏｎ Ｎｉｅｍｅｙｅｒ）提出“话语性代表”（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概念⑤，在协商民主领域和全球治理层面，挑选某种论述的代表

者参与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商，并在沟通和协商中不断校正话语以达成共识⑥，这

９２２

政治代表与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ａｗａｒｄ，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ｉ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Ｊａｎｅ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Ｖｏｌ．１７，Ｎｏ．４（２００９），ｐｐ．３６９—３９８．
Ｌａｕｒ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ｒｏ，“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７４，Ｎｏ．４（２０１２），ｐｐ．１０９４—１１０７．
Ｍａｒｋ Ｗａｒｒｅｎ，“Ｃｉｔｉｚｅ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ａｒｋ Ｗａｒｒｅｎ ａｎｄ Ｈｉｌａｒｙ Ｐｅａｒｓｅ 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５０—６９．

Ｊｏｈｎ Ｄｒｙｚｅｋ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 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２，Ｎｏ．４（２００８），ｐｐ．４８１—４９３．

Ｒｏｕｓｉｌｅｙ Ｃ． Ｍ． Ｍａｉａ，“Ｎｏｎ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Ｄｏ
ｍａｉｎ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８，Ｎｏ．４（２０１２），ｐｐ．４２９—４４３．



些代表者的产生并非通过正式的选举授权，但其代表关系依然成立。与此类

似，乌彼纳蒂（Ｎａｄｉａ Ｕｒｂｉｎａｔｉ）主张将代表视作“倡议”（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ｄｖｏｃａ

ｃｙ）①，即通过发出某种倡议反映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异质性，而非通过选举聚

合利益和偏好掩盖差异性和不平等。在提出“倡议”过程中，代表者需要熟知被

代表的诉求并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第五，从代表现在到代表未来，传统的政

治代表理论奉行当下主义（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ｍ），致力构建短视线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忽

略对未来世代的代表责任②，随着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

让无法在场的未来世代同样拥有保护其权益并影响公共决策的机会，这就需要

构建一种跨时空的代表关系，而这类代表显然无法得到未来世代的选举授权，

但这并不影响代表关系的成立及其政治价值。

政治代表理论的新近发展呈现出“非选举型代表”的理论可能，这些理论学

说从代表者、被代表者、代表内容、代表的动力机制、代表的时空特性等角度解

构了“代表”与“选举”之间的固然联系，也反映出现实世界中政治代表所包含的

动态关系和复杂图景。总体而言，非选举型政治代表的兴起体现了代表理论发

展的几个新趋势：（１）从正式场景转向非正式场景，不再以正式的授权问责过程

和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唯一的合法性标准，承认代表关系形成的多重路径，并区

分不同的政治情境；（２）从应然转向实然，不再强调规范意义上的标准模型，而

关注代表政治在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从经验反观理论；（３）从程序回归实

质，打破严苛的授权程序，强调代表行为的实质性结果，从绩效表现和观念建构

的角度评估代表质量；（４）重新定义核心要素，代表者从精英延展到公民，被代

表者泛化为“对象”（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和“公众”（ｐｕｂｌｉｃｓ），代表内容从利益扩展到话

语，代表时空从当下拓展到历史和未来，同时重新界定代表区域的概念。③这些

发展趋势带有显著的解构主义色彩，破解了政治代表的理论定式，勾勒出代表

理论的多元图景，为我们建构非西方情境下的政治代表理论提供了理论支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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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点。

非选举型政治代表将代表关系从选举范式中一步步剥离出来，但这些学

说所关注的依然是竞争性选举体制下的非选举领域，并未探测到非西式民主

体制下的政治代表现象，也很难直接解释非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代表关系。代

表与选举的脱耦（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并没有将代表理论带出西式民主的范畴。然而，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将“代表”与“民主”等同视之其实是为了服务冷战两极对

抗的政治需求才出现的晚近现象①，在人类政治史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代表理论

和民主理论实属不同的演化脉络。“民主”缘起于古希腊，而“代表”则兴起于中

世纪基督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②，代表理念同时存在于中国、印度、伊斯兰等历

史传统当中。正如雷菲尔德所指出的，代表关系的本质是被代表者对代表者的

某种“接纳”，这种接纳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表达，也可以通过非选举的途径实

现，代表“本质上不是一种民主现象”③。因此，将代表与选举民主等而视之，认

为只有西式民主政体中才有代表政治，既不遵循理论推演和也不符合历史事

实，更无法解释非西方世界丰富多样的政治代表现象。超脱政治体制的理论解

构为我们探究现实世界的复杂代表现象和拓展政治代表的广义学说提供了新

的可能。

本文试图将非选举型政治代表进一步从西方竞争性民主政体中剥离出来，

考察非西方政体下的非选举型政治代表现象，并以当代中国的代表实践和实证

案例为经验基础，提炼出“联结型政治代表”的原创概念，并与选举型政治代表

做比较分析，阐释其理论意涵、制度机理、相对优势和当前挑战。此外，本文将

结合具体的操作场景，探讨联结型政治代表的制度化运行和良性落地何以可

能，以及应该接受怎样的规约。最后，本文将讨论联结型政治代表的制度建设

和治理转化在实践层面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以及在理论层面对丰富

政治代表广义理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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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联结型政治代表的实践进路

政治代表的广义理论解构了代表与选举的应然关联，将代表问题从自由主

义的封闭场域中释放出来，形成更加超脱和完整的代表理论体系。然而，解构

容易建构难，新代表理论的建构不能仅仅基于学理推演，而且必须观照和回应

现实世界的复杂代表现象。中国作为非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典型例外，长期以

来对政治代表问题有着自己的理念和认知，同时在选举和非选举的诸多实践领

域都做出了积极探索。政治代表的中国经验一方面从学理维度照应出“非选举

型政治代表理论”的发展样貌，另一方面蕴含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自身逻辑和制

度理路。因此，中国不能再被当作西方政治代表理论的残差项（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而应该具备代表理论建构的主体性。

在“政治代表”广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基于中国经验首次提出“联结型政

治代表”的理论概念。所谓“联结型政治代表”，是指政治代表的形成依赖于在

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和维系某种形式的联结关系，通过“联结”实现被代

表者对代表者的“接纳”，让被代表者有全过程的参与感和有实质性的获得感，

并将联结关系转化为治理效能。“联结型政治代表”是典型的非选举型政治代

表，在代表者、被代表者、动力资源、实现机制、功能取向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值

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中国的联结型政治代表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选举型

政治代表，而是在选举之外发展出的一种新的代表形式，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

容。本节将从“请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机制维度考察联结型政治代表的实践

路径，透视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

（一） 将“被代表者”请进来

政治代表的目标就是“创造在场”（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通过代表者让不

在场的利益和声音有再次出场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代表者在授权和

委托之后就完全离场，相反，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代表，被代表者需要在公共治

理的全过程中获得不断出场的机会。这样，一方面可以让被代表者的利益和声

音更加直接准确地被感知和吸纳，提升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可以在治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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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代表者的表现，而非等到下一次选举时才实施问责。以转型中国的公共政

策过程为例，近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群众联结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强调将“群众路线”落实到治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

人民群众“请进来”，建立更加有机紧密的群众联结，促进被代表者通过各种途

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联结型政治代表要求将群众路线的执政理念转化为政策过程中的群众联

结，并依托群众联结提升治理效能。通过“请进来”，民众作为被代表者可以在

政策过程中获得再次出场的机会，其具体机制包括在顶层设计、政策执行和政

策反馈的不同环节，开放公民的有序参与，推进不同群体的有效协商，吸纳社会

各界的积极反馈，力求实现“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解决好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凝聚起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①。

（１）顶层设计阶段。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压缩式发展（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关键时期②，国际国内形势复杂，矛盾风险积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

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大量亟待解决的政策议题争相涌现，需要从全局层面做好

政策规划和顶层设计。政策的顶层设计依托于高层的决策、组织、协调和推进③；

同时，所谓“顶层”，还必须具备大局观、聚焦真问题，这就需要从“人民群众反映

最强烈的重大问题出发”④。为了提升政策规划和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国家通过

创新“请进来”机制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将顶层设计与群众联结相结合。

例如，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将“加强顶层设计”

与“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各级政府鼓励广大人民群

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

家意见、基层经验吸收到顶层设计当中。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１７日，习近平在长沙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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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５５页。

Ｈｕｇｈ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４５（２０１０），ｐｐ．４３９—４６７．

Ｇｕｎｔｅｒ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Ｂｊｒｎ Ａｌｐｅｒｍａｎ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４（２０１９），ｐｐ．１９９—２２４．

人民日报：《深入研究和推进改革顶层设计》，中国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２０６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７６７８０４．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０日）。



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邀请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对“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参与

座谈会的基层代表包括小学老师、合作社负责人、民营企业家、货运司机、快递

员、村委书记、扶贫干部、餐馆老板、网店店主、创业者等。这些代表长期奋斗在

各行各业的基层一线，对各个领域的发展问题体会深切，他们分别就办好乡村

教育事业、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提出了

群众建言。①此外，中央还通过互联网开展“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征求活动，发挥

网络在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方面的关键作用。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２９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官网、新闻客户端以及“学

习强国”等平台都开设了“十四五”规划建言专栏，收集全社会意见建议。该做

法在五年规划编制史上还是首次，活动在两周内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 １０１．８

万条，为“十四五”规划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有益参考。②

再以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为例，近年来国家逐步建立起“基层立法联系点

制度”。２０１５年首批确定的联系点单位包括上海虹桥街道等四家，２０２０ 年又新

增了江苏昆山市等六家第二批联系点单位。作为联结型政治代表的生动实践，

这些联系点在国家重大立法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上海虹桥街

道为例，为促进“群众性”与“专业性”在立法过程中的有机集合，该立法联系点

探索出“一体两翼”的工作框架。“一体”即以 ２８０名义务信息员为主体，把街道

所辖的 １６个居民区全部纳入立法信息采集点，另外在辖区内选择 ５０ 家成员单

位，各确立联络员及信息员，负责立法意见的采集。“两翼”，即包括区人大、法

院、检察院、高校等 １０家顾问单位组成的“一翼”，以及律师事务所、法学会等 １０

家专家人才库单位组成的另“一翼”。③在具体立法意见征询过程中，根据每部

法律草案的内容，联系点会按程序邀请信息员代表和相关领域的专家顾问参与

建言，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尽量覆盖不同群体、不同行业，力求采集意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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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推动
“十四五”规划编制符合人民所思所盼》，新华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００９ ／ １９ ／ ｃ ＿
１１２６５１４６７３．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０日）。

《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网上意见征求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 ／ ２０２００９ ／ ２５ ／ ｃ＿１６０２５９５０４７８１２６０９．ｈｔｍ（访问时
间：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０日）。

基于 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３日笔者在虹桥街道全国立法联系点的调研资料。



的典型性和广泛性。①这些“立法直通车”让法律法规从基层来再回到基层去，

在顶层设计之前，通过基层群众联结机制将群众“请进来”，经过意见征询、基层

酝酿让民意得到汇集、民智得以集中。

由此可见，中国政策过程的顶层设计环节正在成为扩建中的“开放式政策

厨房”。虽然不同领域的被代表者在资源禀赋和参与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但

是国家正在努力创制基层群众联结和参与的多种渠道，把民众“请进来”。通过

探索“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联结型代表的要素和机制前置性地嵌入

政策过程的输入端，让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政策方案的顶层设计中得到

体现，有利于提升政策代表性。②

（２）政策执行阶段。公共政策在落地执行过程中也离不开被代表者的参与

和协商。中国国土幅员辽阔、行政层级较多，政策贯彻是否到位、政策执行是否

精准、政策结果是否有效，不仅需要上级部门的高位推动③、系统监督和科学评

估，而且需要广开门路，将群众“请进来”，吸纳社会力量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参与

和监督。政治学家史天健教授研究发现，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集中体现在政策

执行阶段④，国家也为公众有序参与政策执行和政策监督提供了多种渠道。

２０１５年 ２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强调：“坚持协

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坚持广泛参与、

多元多层，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⑤近年来各级

政府探索将协商民主机制落到政策过程的实处，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

原则，促进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代表实践，推动政策执行顺乎民意、合乎实际。⑥

５３２

政治代表与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全国人大拟逐步扩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澎湃新闻：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０３６７８２（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０日）。

王春城：《政策精准性与精准性政策———“精准时代”的一个重要公共政策走向》，载《中

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
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 ２０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

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Ｓｈｉ Ｔｉａｎｊ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央政府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２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１６７８４．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１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６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ｈｔｔｐ：／ ／

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９２２ ／ ｃ６４０９４２５７０４１５７．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１日）。



例如，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阶段，政府建立了多重机制让基层民众参与

到贫困人口识别和贫困政策监督的过程当中。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是一项复

杂工程，需要依托基层自治组织和协商民主机制，并发挥乡土社会的“民间智

慧”和“地方性知识”优势，吸纳广泛的民众参与。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

室颁布《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规定贫困识别按照“农户申请、民主评

议、公示公告和逐级审核”的基本程序进行。各地在民主评议的具体程序和操

作方法上进行了创新探索，评议过程通常邀请乡贤代表、党员代表、人大代表、

妇女代表、普通村民代表、驻村工作队员、退休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等参与。

基层民主评议一方面有利于扩大贫困识别信息的获取范围，借助熟人社会的信

息优势对申请人的家庭情况进行比对和核实，提升识别的精准度。另一方面，

村民参与有助于增强监督，防范基层官员的专断和腐败行为，提升识别过程的

透明度和公正性。①以云南省为例，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按照“三评四定”程序

召开贫困识别评议会，由村两委干部、第一书记、退休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妇女

代表、驻村工作队员等组成评议会，评议申请家庭经济状况和人口信息的真实性，

以及是否存在漏户、拆户、分户、空挂户等现象，评议最终结果需经过投票表决。②

与此类似，湖北省巴东县创新开展“屋场院子会”的民主评议方法，形成了“选主

持、定地点、明对象、讲政策、听意见、贴公示、核信息、留痕迹”的“八步走议程”，充

分听取群众意见，以排“硬伤”、查“漏网”为主要内容将群众“请进来”开展评议，

通过民主评议筛选出“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最穷”，从而确定扶贫对象。③

群众评议是党和国家开展群众工作、建立联结型政治代表的重要机制。在

贫困识别过程中开展群众评议有助于提升政策实施绩效，落实“扶真贫，真扶

贫”，保障脱贫攻坚的“靶向精准”，杜绝人情扶贫、面子扶贫、关系扶贫。通过将

基层民众“请进来”，新时期的贫困治理有效解决了“委托代理关系”的困境，有

利于防控和治理“精英俘获”④。同时，群众评议是协商式联结在贫困治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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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左才、曾庆捷、王中原：《告别贫困：精准扶贫的制度密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

来源于 ２０１９年 ８月笔者在云南省的调研资料。
参见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３年第 ９期；胡联、汪三贵：《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挑战吗？》，载《管理世界》２０１７ 年
第 １期。



的具体运用，“有事大家一起商量”，经过评议的公共政策更容易获得群众认可，

从而提升政策过程的代表性。

（３）政策反馈阶段。政策结果的反馈和评估也需要被代表者的广泛参与，

一项政策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是否增强了民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需要听取

群众的评价和意见。为了提升政策代表性，近年来中国政府创制了多种渠道和

平台来收集民众的政策反馈，这些反馈生成新的“问题流”和“信息流”，推动着

公共政策不断调试和优化。传统上，政策反馈系统主要依赖官僚体系内部的上

下级沟通和政策汇报，以及相关政策试点的效果呈现。①新时期国家加大了互联

网反馈平台的建设，通过网络联结更加及时系统地汇集人民群众对政策实施效

果的评价和意见，将联结型政治代表贯穿到政策评估和优化阶段。

例如，随着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中国政府的政策反馈系统开始试

水“互联网＋”模式。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２２日国务院办公厅开通“互联网＋督查”平台，

通过在线系统向全社会直接征集四个方面问题的线索或意见建议，包括：（１）党

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

（２）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３）因政策

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４）改

进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此之前，民众的政策反馈和意见建议通常需要从地

方一层层传递至中央，会经历繁琐的手续和漫长的等待，甚至遭遇一些部门的

筛选和阻拦，严重影响了政策反馈的效率和效果。“互联网＋督查”平台拓宽了

普通群众的政策反馈渠道，让公众的呼声和诉求第一时间通过网络直达国务院

相关部门，减少了中间环节，确保“原汁原味”。②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在新冠病毒

疫情防控态势初步稳定之际，国务院通过“互联网＋督查”平台向社会征集关于

“六稳”“六保”政策措施落实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征集内容包括：（１）市场

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和享受落实支持企

业纾困发展政策措施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２）人民群众在就业创业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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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ｅｉｌｍａｎｎ，Ｒｅｄ Ｓｗａｎ：Ｈｏｗ Ｕｎ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互联网＋督查”让人民监督更有效》，搜狐网：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３１０５４６３１６＿
１６２７５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３日）。



受落实基本民生保障政策措施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３）根据形势变化，需

要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４）有关地方和部门在工作落实中不担当、不作为、不会为、任意决策、任性执

法、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以及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线索。①其间所征集

的大量群众反馈意见，为推动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做好政策

调控和方案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与此类似的反馈平台还包括各个地方的

“１２３４５”热线系统、“好差评”系统、领导留言板、居民满意度第三方评估系统等，

这些反馈渠道不仅有助于提升政策实施绩效，同时可以控制和打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从而提升政治代表性。

通过互联网畅通和完善与人民群众的政治联结是新时期中国联结型代表

的发展新趋势，习近平主席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

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②依靠网络联系和服务群众、听

取群众对政策效果的反馈建议是践行“网上群众路线”的重要机制。新时期，中

国政府注重通过官僚体系之外的网络渠道将人民群众“请进来”，依靠群众反馈

来增强政府回应性和政策代表性。

（二） 让“代表者”走出去

联结型政治代表强调联结的双向性，除了建立机制将被代表者“请进来”，

还要求代表者建立和保持与被代表者的紧密联系，主动“走出去”（ｒｅａｃｈ ｏｕｔ）。

代表者回到被代表者当中，更加深入及时地了解被代表者的诉求和偏好，积极

提供回应和帮扶，并在必要时引领被代表者转变观念和偏好。这些都与西式选

举型代表（通过聚合个体已有的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具有显著差异，也凸显出

中国联结型代表的特色和优势。让代表者“走出去”，一方面建立起官僚体制之

外的群众联系网络和对接帮扶渠道，为回应民众诉求和输送公共服务提供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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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公开征集关于“六稳”“六保”政策措施落实的问题线索和
意见建议》，新华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００６ ／ ０１ ／ ｃ＿１１２６０６０６２１．ｈｔｍ？ｂａｉｋｅ（访
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３日）。

《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人民网：ｈｔｔｐ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０４３０ ／ ｃ１００１２８３１６２１２．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１７日）。



格化的联结机制；另一方面明确了代表者的“指定责任”（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有助于培养代表者联系服务群众的责任意识和行为能力。以转型中国的贫困

治理和人大代表履职为例，近年来国家大力动员领导干部和人大代表“走出

去”，与基层社区和普通民众“结对子”，依靠建立紧密的群众联结来提升社会治

理绩效。

群众路线是中国联结型政治代表的理念根基，除了要求代表者“从群众中

来”，还鼓励代表者“到群众中去”，通过与基层群众建立和维系密切联系来促进

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治理。通过“走出去”建立的联结型政

治代表具有超前性，其并非等着被代表者提出诉求和反映问题，而是积极主动

地联系和引导被代表者，回到被代表者当中采集问题和需求，提供更加及时精

准的回应和服务。

（１）精准扶贫中的结对帮扶。中国政府在贫困治理过程中组织各级党政机

关、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等同贫困村和贫困户“结对子”，依托“一对

一”“一对多”“多对一”的联结纽带为贫困人口提供精准帮扶。结对帮扶动员

党员干部主动“走出去”，将扶贫责任落实到人，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党群联结回

应贫困家庭的帮扶需求，解决了“谁来扶”的关键问题。地方政府通过“层层结

对子”的方式建立起精准帮扶的联结网络，将联结型代表转化为贫困治理的积

极效能。“结对”在脱贫攻坚中的主要功能包括：第一，开展扶贫动员，结对帮扶

将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等组织起来，引导党员干部从组

织和个人层面与困难群众建立直接的帮扶联结；第二，明确扶贫责任，结对机制

将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逐级下沉、落实到人，并通过层层签订责任状和定期绩

效考核等方式开展精准问责；第三，分解扶贫工作，将扶贫任务分解给具体的帮

扶单位和帮扶联系人，一个结对关系就是一个细分的帮扶任务；第四，输送扶贫

资源，通过帮扶单位和联系人的联结纽带提供帮扶资源，一对一制定脱贫对策，

更加精准地回应贫困人口的帮扶需求。

“结对”建立起党员干部和困难群众之间的互动联结模式，在传统官僚体系

之外构建出制度化的回应和问责机制。各地开展结对帮扶的具体做法不尽相

同，形成了各自特色的联结模式。比较典型的结对帮扶形式包括安徽省的“单

位包村、干部包户”，云南省的“挂包帮、转走访”，山东省的“包村联户”，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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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广东省的“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一帮一联”和“联镇包村”，等等。根据我们的统计，几乎每个有脱贫攻坚任务

的省市都建立了较为正式的结对帮扶机制（见表 １）。虽然具体操作方式存在差

异，但整体模式都是动员党员干部“走出去”，通过逐层构建结对网络将扶贫任

务和帮扶责任落实到人，并依靠常态化的联系互动和需求回应来实现治理

目标。

表 １　 精准扶贫中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结对帮扶政策

省 ／市 ／
自治区

结对帮扶政策
省 ／市 ／
自治区

结对帮扶政策

安徽 单位包村；干部包户 新疆 “结对认亲”

云南 “挂包帮、转走访” 西藏
“结对认亲交朋友”的“一对一”

精准帮扶

山东 包村联户 河北 “一帮一”、“一帮多”结对帮扶

广东 规划到户、责任到人 内蒙古 包联驻村

广西 “一帮一联”、联镇包村 黑龙江
省领导包县，各级部门包村，党员

干部包户

甘肃 联村联户、为民富民 吉林
千个单位包村、万名干部包户、百

万党员参与帮扶

河南 “４３２１”行动 辽宁 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湖北 “１＋１”结对帮扶 山东 “６＋６”扶贫协作

江西 “结亲结对”帮扶 福建 “一对一、手拉手”结对帮扶

四川 “三个一”帮扶力量 贵州 “五千行动”

陕西 “两联一包” 重庆
“一帮一”“一帮几”；“实打实”结

对帮扶

山西 “两包三到”精准帮扶 湖南
“三个一”行动、“一进二访”结对

帮扶

青海 “一联双帮三治” — —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政府文件、调研资料和新闻报道制作。

以云南省开展的“挂包帮、转走访”为例，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云南省委办公厅发布

《关于建立扶贫攻坚“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长效机制扎实开展“转作

风走基层遍访贫困村贫困户”工作的通知》，推动省、州、县、乡四级干部联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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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４０万省内各级干部职工“挂”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 ９３个贫困县，“包”４７６

个贫困乡镇和 ４ ２７７ 个贫困村，“帮”１９４．５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５７４ 万贫困人

口。从省到乡村逐级建立起结对帮扶的联系网络，实现所有领导干部全覆盖，

以及所有贫困家庭全覆盖。根据调研资料显示，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的工作内容

包括：（１）开展入户调查。深入挂钩点，走访贫困村贫困户，掌握贫困状况、致贫

原因和帮扶需求。（２）解读扶贫政策。推广各级支农惠农和扶贫开发政策，引

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提升脱贫技能。（３）研究制定帮扶措施。帮助

制定贫困家庭脱贫计划，落实到村到户的帮扶措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４）收

集村情民意。听取群众意见，化解矛盾纠纷，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５）推进

基层组织建设。建设乡村综合服务平台，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①

此外，根据访谈，党委部门还将结对帮扶工作纳入督查巡查范围，对“挂空名”不

开展工作或工作成效差的单位及人员进行追责。②

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的“一帮一联”为例，为了实现全区人口到 ２０２０

年全部脱贫的治理目标，自治区组织各县市党员干部采取“一帮一”“一帮多”和

“一联一”“一联多”的形式结对帮扶贫困户。为了确保每个贫困家庭都有结对

联系人，从自治区到乡镇的四级政府干部职工、财政供养人员（包括医生、教师、

警察和国企员工等）都被动员“走出去”。例如，广西 Ｂ县是人口大县，其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超过 １０万人。２０１６年以来，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了“结亲帮扶·脱

贫致富”活动，动员全县各个部门和干部职工通过“部门联村、干部联户，一对

一、一对 Ｎ”结亲帮扶形式与 ２．５ 万贫困户结对，精准开展帮扶工作，确保“不漏

一户，不掉一人”。具体而言，实施“联系服务贫困户 ８６５３２１”工程，即要求厅级

领导干部每人联系 ８ 户、处级领导干部每人联系 ６ 户、正科级干部每人联系 ５

户、副科级干部每人联系 ３户、中层干部每人联系 ２户，一般干部每人联系 １户。

此外，帮扶责任人需要做到“六帮”（政策上帮、技术上帮、项目上帮、资金上帮、

销路上帮、生活上帮）、“五必访”（传统佳节必访、生产忙季必访、有了困难必访、

生老病死必访、出现纠纷必访），并且每年帮助结对贫困户办 ３—５ 件实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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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云南省、Ｐ 市、Ｑ市、Ｎ县、Ｆ县以及相关乡镇四级政府印发的“挂包帮、转走访”文
件整理。

对 Ｐ 市 Ｎ县两位副县长的访谈；对 Ｑ市 Ｆ县组织部部长的访谈。



对帮扶工作还被列入各单位的绩效考评，并作为党员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参考

指标。据官方统计，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间，广西累计动员 ９ ０００ 余家单位、１２５ 万党

员干部为贫困户提供结对帮扶，开展各类走访济困活动达 １ ５００ 万次，帮助贫困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４００多万个。①

总之，“结对”是中国联结型政治代表的典型机制，其通过建立制度化的群

众联系实现了非选举驱动的回应和问责。“结对”同时是一种责任保障机制、服

务回应机制、联系互动机制和组织动员机制，在中国地方治理中被广泛运用于

扶贫、教育、党建、环保、统战等领域，在具体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形成特殊的

非选举型代表关系。结对帮扶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依靠自上而下的政

党权威推动党员干部“走出去”，通过联结互动达成治理绩效，有助于提升基层

民众对领导干部和国家政策的信任和接纳②，从而增强政治代表性。

（２）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近年来积极探索闭会

期间的代表履职，加强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凭借一系列创新举措在人大领域构

建起联结式政治代表的闭环。主要体现在：通过《代表法》修订和高位推动部署

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创建代表闭会期间履职平台；动员代表“走出去”，提供

代表服务和收集民众诉求；建立代表履职的考评制度和支持体系。传统上人大

职能侧重于立法和监督，各级代表履职也限于每年一度的会议期间。２１世纪以

来，闭会期间的群众联系工作成为人大职能（特别是基层人大职能）的关键内

容，人大代表成为联结群众、服务群众和汇集社情民意的重要桥梁。同时，代表

的群众联系工作不断制度化，形成较为规范和稳定的制度安排，为其发挥可持

续的制度绩效提供了保障。与西方竞争性选举体制下的议员选区服务工作不

同，中国的代表联系群众工作主要源自自上而下的政治责任和自内而外的道德

责任，而非惩罚性的选票压力（ｂａｌｌｏｔ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首先，在法律规范和高位推动方面。《代表法》的修订集中体现了代表闭会

期间履职和联系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最新修订的《代表法》区分了代表“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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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利”，并在“义务”条款中规定了代表需要“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

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同时需要“加强履

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此外，为了更好地管理代

表履职活动，《代表法》还要求“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

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同时用整章内容对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做出了详细

规范（见《代表法》第三章）。这些法律修订都体现了国家试图通过推动代表在

闭会期间的群众联结来提升政治代表性。除了法律规范，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

确提出“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

再次强调人大要“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十九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要求“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健全代表联络机制，更好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２０１６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颁布了《关于完善人大代表

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要求“推进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平台和网

络平台建设，明确联系的工作内容，完善联系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代表反映人

民群众意见和要求的处理反馈机制”。这些顶层设计和高位推动再次表明中国

领导层意在通过加强人大代表的群众联结功能以提升政治代表性。

其次，在履职平台建设方面。人大代表的群众联系工作不断制度化，代表

闭会期间的履职活动不再是“不精确的和随性的”①，而是有了具体的平台支撑

和制度安排。具体而言，近年来各地人大纷纷建立起“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

“代表联络室”等新机构，负责组织和动员代表的群众联系工作。根据最新统

计，全国共设有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室 ／点）等平台 ２３ 万个，平均每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约有 ７ ４００多个，这些站点深入基层社区，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接

地气”、联系群众的重要载体。②除了线下平台，各级人大还积极开辟多种形式的

线上履职平台，以更好地组织代表在闭会期间的群众联系和服务工作。例如，

上海、北京、重庆、深圳、杭州等城市都建立了代表履职网站。此外，越来越多的

地区还通过 ＱＱ、微信、小程序、工作应用（ＡＰＰ）等在线渠道加强人大代表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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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群众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特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这些线上平台为

代表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提供了便利。

再次，在联结机制创新方面。各地人大机关不断创新和丰富代表联络群众

的方式方法，除了常规的“结对”联系社区和群众之外，逐步形成了基层走访、专

题调研、代表服务日、代表述职、代表进社区进企业进村屯等较为制度化和常态

化的工作方式。现阶段，人大代表不再被动地等着民众来反映问题和提出诉

求，而是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

见》要求各级人大“组织代表通过走访、座谈等多种方式，广泛接触人民群众，直

接听取群众意见”。在实践中，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通常组成“代

表小组”，采用“上下联动”的方式合力开展群众联系活动。针对联系走访中掌

握的基层问题和群众诉求，形成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并通过代表权威

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此外，代表还积极动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资源为基

层民众提供代表服务，例如提供免费的法务咨询、医疗检查、就业指导等，帮助

基层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根据联系群众工作的要求，全国 ２６２ 万名五级人大代

表定期 “走出去”，收集社情民意，提供社会服务，回应群众诉求。

最后，在考评制度和支持体系方面。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履职动力一方面

源自自身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主要来自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考评监督，以及各

方面的资源支持。《代表法》将建立和保持与群众的紧密联系确立为人大代表的

基本“义务”，代表在闭会期间的履职情况和联系群众工作是各地人大考核代表

“称职”与否的重要指标。在运行过程中，各级人大通常会定期做好代表工作规

划，建立代表履职档案，对代表的群众联系工作进行年度或季度考评，并组织代表

向选民述职。为了确保代表履职工作的顺利开展，《代表法》还要求代表所在工作

单位必须为代表闭会期间履职提供时间保障，代表活动经费也由本级财政予以支

持。同时，人大机关还会组织代表参加各类履职培训和集体学习，提升代表联系

服务群众的意识和本领，参加履职学习也成代表的工作义务。此外，政府回应力

是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支撑，为了提升代表履职的实效，对于代表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必须自交办之日起数个月内给予正式答复和解决。

总之，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建立和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是联结型政治代

表在人大工作领域的重要实践。新时期人大代表的群众联系工作不再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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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志愿行为，而是越来越被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集体行为。自上而下的政治

动员和制度保障（而非选举驱动）推动了人大代表“走出去”，主动回应群众诉

求，并接受监督和问责。加强闭会期间履职有助于提升民众对人大代表的信任

和接纳，增强政治代表性。

五、 联结型政治代表的理论建构

如果说广义的政治代表是指被代表者对代表者的某种“接纳”①，那么这种

“接纳”既可以通过正式的选举程序实现，也可以通过建立主体之间有机联结的

方式达成。理想型的联结首先是一种“关系形态”，强调政治代表不是静态的偏

好聚合，而是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长周期的有机互动过程；其次是一种“影响

机制”，即联结的双方可以相互施加某种影响，达到非联结状态下无法实现的代

表绩效；再次是一套“支持体系”，凭借联结代表者可以汲取来自被代表者的诉

求和智慧，支持其完成代表职责，被代表者同时可以获得来自代表者的回应和

服务，支持其实现自我目标。实践中，该“联结”既可以是基于被代表需求的回

应性联结，又可以是基于代表者判断的引导式联结；既可以是代表者邀请被代

表者共同参与的“请进来”式联结，又可以是代表者主动联系被代表者的“走出

去”式联结。联结的体制机制是否完善，联结的方式方法是否有效，联结的效果

效能是否获得民众认可，直接关系到联结型政治代表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作为政治代表关系的不同实现形式，联结型代表与选举型代表都旨在实现

利益代表、政策回应和服务供给等代表性的“元目标”。然而，中国政治发展中

的联结型代表在理念基础、代表主体、代表对象、实现机制、动力资源、回应模

式、功能取向等方面与自由民主体制下的选举型代表存在侧重点上的差异（见

表 ２）。从理念基础上说，中国联结型代表植根于执政党的“群众路线”传统，强

调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治理过程中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要求做好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践行民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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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并“以人民为中心”将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西式选

举型代表基于“偏好聚合”理念，强调通过选票将个体偏好聚合成群体偏好，当

选的议员和领导人反映和代表了社会中群体偏好的分布，群体授权形成委托代

理关系，以及回应和问责的机制。就代表主体而言，中国联结型代表的代表主

体主要是广大党员干部，这些党员干部覆盖面非常广泛，不仅包括通过直接或

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还包括来自各行各业的各类代表，他们都参与到政

党领导的联结型代表活动中。西式选举型代表的代表主体为当选者，他们负责

回应选民需求，接受选民问责，选票的约束力也主要针对通过竞选任职的政务

官。就代表对象而言，中国联结型代表的代表对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包

括主动参与到政治和治理过程中的民众，还包括党员干部“走出去”联系的民

众，通过联结活动力求做到代表对象“全覆盖”。西式选举型代表的代表对象主

要是选民，特别是参与投票的选民以及对选举结果有决定性影响地区的选民，

其代表具有选择性。从代表区域上来说，中国联结型代表以党员干部的联系区

域为单位，不仅包括党员干部来自的选举单位和工作单位，还包括其负责联系

的责任区域，乃至全体民众的整体利益。西式选举型代表聚焦选区，代表主要

回应其所在选区选民的利益诉求，并且受到党派立场的驱导。

表 ２　 联结型代表与选举型代表的比较

联结型代表 选举型代表

核心理念 群众路线 偏好聚合

代表主体 党政干部等 当选者

代表对象 民众 选民

代表区域 联系区域 选区

覆盖带宽 全覆盖 选择性

实现机制 联系互动 定期选举

动力资源 执政责任和党内动员 选票压力

回应模式 引领式 反应式

功能取向 治理导向 程序导向

共同目标 利益代表、政策回应和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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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实现机制而言，中国联结型代表主要依托政治和治理过程中的联系互

动，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建立起有机联结关系，不仅开放民众的参与和反

馈渠道，而且动员党员干部主动联系群众，并将联系和互动贯穿治理活动的全

过程。西式选举型代表依托定期选举，借助一次性投票完成授权，建立委托代

理式的代表关系，虽然近年来西式民主也强调选举之后的参与和协商，但其根

基依然是选举授权。就动力资源而言，中国联结型代表主要凭借“使命型政党”

的执政责任意识、党员干部的道德责任感和党内自上而下的持续动员，既有内

生性的联结动力，又有外生性的联结压力，其代表关系不仅建立在实用主义的

工具理性之上，同时还基于政党核心意识形态中的群众观念和政治信念。西式

选举型代表主要依托选票压力，选民可以通过选票定期奖励或惩罚在任者，从

而迫使政党和候选人履行代表职责。就回应模式而言，中国联结型代表更加强

调引领性，即通过与群众建立联结，发挥“先锋队政党”的优势引导群众偏好的

形成，使得群众诉求和偏好更具代表性和广泛性，而非简单地映射群众碎片化

的需求。西式选举型代表是反应性的，即强调选民利益的“再现”，预设了选民

的利益和诉求是既成的，代表只需要将其传送出来并予以被动回应。最后，就

功能取向而言，中国联结型代表以治理为导向，注重在具体的治理活动中形成

和发展联结型代表关系，追求实质性的代表结果，即将代表关系转化为治理效

能和民众获得。西式选举型代表以程序为导向，注重“偏好聚合”和委托授权过

程中的程序正当性，代表关系的质量更多取决于选举程序的自由和公正（偏好

聚合准确）。当然，两种代表形式在不同维度上主要是重心和侧重程度不同，并

不是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鲜明对立。

综上可见，联结型代表与选举型代表各具特色和优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

政治代表性逻辑和模式。两种模式并非相互独立、彼此排斥，而是各有侧重，一

个强调选举阶段，另一个关注选举之后的整个政治过程。相对于选举型代表，

联结型代表注重广泛性，代表主体和代表对象覆盖面更为广泛；注重引领性，强

调对群众偏好和诉求的引导和建构，而非简单再现；注重实质性，追求代表活动

的实质性结果，增强群众参与度和获得感；注重全过程性，联结活动贯穿于政策

和治理的整个过程，追求输入端、进程中和输出端的代表性；注重内生动力，将

联结活动内化为政党的执政传统和党员干部的政治理念，同时依托政党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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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动员；注重治理绩效，联结活动需落实在具体的治理事务当中并转为治理

效能。联结型代表重新定义了代表者、被代表者、代表区域、代表机制、代表动

力、代表功能等要素，从理论上呼应了“非选举型代表”的总体发展趋势。

当然，相对选举型政治代表，首先，联结型政治代表运行成本较高，需要政

党和党员干部不惜代价的持续投入，始终保持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断创新

联结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其次，联结型代表需要不断制度化，在程序规

范和问责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克服联结的脆弱性、间歇性、软约束和形式主

义，制度化和常态化是联结活动发挥代表性功能的前提基础。再次，联结型代

表还需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之风，将联结活动转变为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中可见可感的治理实效，持续提升代表对象切实的参与度和获得感。总

之，联结型代表与选举型代表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中生长和发展出

来的两套代表结构，两者遵循不同的政治逻辑，但并非相互排斥。联结型代表

在选举之外提供了一条实现政治代表性的全新路径和可能，是对政治代表广义

理论的重要补充，同时其本身也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联结型政治代

表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当代中国政治

发展的重要内容。

六、 结论和展望

政治代表是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政治代表的运行状况不

仅关涉一国的治理绩效，同时影响该国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非选举型政

治代表是政治代表理论的发展前沿，越来越多的实证经验表明，选举虽然是政

治代表制的典型实现路径，但并非唯一有效的实现路径，不同路径可以相互补

益。“选举”与“代表”的脱耦为非西方政治体制下的非选举型代表制的发展提

供了理论空间，非选举型政治代表与选举型政治代表共同推动政治代表广义理

论的完善。实践中，中国政治代表的鲜活经验进一步证明了非选举型代表制在

理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功能上是有效的。

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离不开政治代表建设，本研究根据非选举型政治代表

的中国样本提出“联结型政治代表”的创新概念，其在理念基础、代表主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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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实现机制、动力资源、回应模式、功能取向等方面与自由民主体制下的选

举型代表存在显著差异，解构了选举与代表之间的固然联系，凸显出中国“群众

路线”传统下政治代表的制度特色和价值逻辑。新时期，通过“请进来”和“走出

去”的机制建设，中国联结型政治代表制在各个领域不断制度化，联结活动也逐

渐常态化，并致力于将代表的制度特色转化为公共事务中的治理效能。诚然，

中国联结型代表制在运行成本、问责机制、效能转化等方面尚有较大的完善空

间，距离理想型的代表结构还有一定距离。需要强调的是，联结型代表为中国

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不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已经

实现的现存状态，而是政治发展需要追求的长远目标，同时选举型政治代表和

联结型政治代表并不相互排斥。联结型代表在理论和实践维度上呈现出一条

新的代表路径，并通过重新建构和组合“谁代表”“代表谁”“如何代表”“在哪代

表”等核心要素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代表形式，因此有望对政治代表的广义

理论作出贡献。

９４２

政治代表与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


